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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理论的中国探索与转型之路（1949—2019）

叶  飞

［摘    要］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的德育理论研究经历了数次重大的转型和变革，从新中

国成立初期的“苏联化”改造再到中苏关系解体之后的“中国化”探索，从“文革”十年的全面停滞再

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探索创新，德育理论研究在波折中不断前进，在波折中不断探索，实现着自身的现

代转型及改革创新。新世纪以来，中国德育学者继续开展德育基础理论的研究，同时更加注重在本土

教育语境及现实问题背景下展开中国德育的新理念、新路径、新方法的创新，形成了一批兼具理论原

创性与实践引领性的德育模式，展现了多元开放姿态下的学术争鸣与学术创造。展望未来，中国德育

理论研究必将在中西方学术思想的交流与碰撞中不断走向深化和拓展，并在新时代背景下逐步构建

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德育理论话语体系，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的培育。

［关键词］  新中国；德育理论；德育话语体系；德育转型a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德育理论研究经历了数次重大的转折和变革，同时在转折与变革中

不断促进着自身的探索创新和发展完善，从而逐步建构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德育学科体系及理论话语

体系。通过对新中国成立70来的德育理论研究历程的详细梳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分析、归纳和总

结德育理论研究的中国经验及历史成就，同时也引导我们更好地展望中国德育理论体系构建的未来

方向及重要使命，从而使德育理论研究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伟大实践实现共鸣共

振，培育能够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本文基于对1949—2019年间的德育理论著作

及学术论文的梳理，同时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发生的几次重要的社会转型与教育转型，对七十年的

德育理论发展脉络展开了阶段性的划分及具体阐述，以期更清晰地展现整个时代的思想发展脉络，同

时也为我们今后的德育理论研究提供经验及启示。

一、  1949—1956：德育理论研究的“苏联化”改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德育理论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标志性事件。伴随着新中国

的成立，我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在教育领域，194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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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大会，这次会议开始探索新中国的德育发展

之路，并明确提出了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不仅要吸收老解放区的经验，同时更要借鉴苏联的先进经验，

对中国教育实行“苏联化”改造。瞿葆奎先生指出，这一阶段的教育“一改以往‘仿美’的面貌，它伴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呈现出了新气象。”a这种“新气象”，即是中国教育以及德育开始了“苏联化”改造，

试图通过照搬苏联模式来完成新中国教育的建设。这次“苏联化”改造，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次重

要的德育探索，它在德育领域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  模仿和照搬苏联德育经验

这一时期德育理论研究的基本特点，就是开始模仿和照搬苏联经验，试图通过模仿苏联德育模式

来完成新中国德育工作的“破旧立新”。新中国成立伊始，当时的德育学者们就投入了苏联著作的紧

张的翻译工作。1949年，北京三联书店率先出版了苏联学者叶西波夫（B. P. Yesipov）和龚察罗夫（N. 

K.Goncharov）的著作《苏联的新道德教育》，该书详细阐述了苏联的德育理论及经验。该书共分为八

章，分别介绍了苏维埃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以及列宁、斯大林论苏

维埃道德教育等内容，阐明了苏联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原则及方向。1950年，凯洛夫的《教育学》也

随即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的第八章至第十二章分别论述了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原理、内

容、方法等，在当时中国德育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这一时期还翻译出版了冈察洛夫的《教育学

原理初译稿》（该书的第八章专门讨论了“道德教育的原理”），翻译出版了奥格罗德尼科夫的《教育学》

（该书的第十章至第十二章讨论了苏维埃的德育原理、德育方法以及爱国主义教育等）。这些著作详细

地阐述了苏联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目标、内容及方法等，成为了当时中国德育理论工作者眼中的“对

我们实行新民主主义教育、培养共同纲领里面所规定的新国民道德的非常有用的书”b，从而被大家所

争相学习和模仿。

在模仿苏联德育模式的基础上，中国学者也发表了一系列的德育理论研究成果，这些理论成果往

往并非“独立”地阐发对中国德育的看法，而是“依赖”于苏联德育模式及经验来“看”中国德育问题。

比如，陈友松的《学习苏维埃爱国主义的教育》（1951）、熊承涤的《介绍两本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书》

（1954）、何之的《加强对学生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1955）、杨成的《集中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

几点经验》（1955），章炼峰的《关于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中的几个问题》（1955）等研究成果，主要是介

绍苏联德育工作的经验，倡导学习和借鉴苏联模式。此外，这一时期教育领域还发生了一件具有标志

性意义的事件，即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以凯洛夫《教育学》为摹本组织编写了《教育学讲义》，在国内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该教材的第十二章至第十七章是有关道德教育的内容，主要是模仿和照搬凯洛夫

《教育学》中德育部分的理论结构和思想体系，阐述了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原则与方法、爱国主义教

育、集体主义教育、劳动教育、纪律教育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本教材事实上也正是这一时期中国

德育理论研究的一个缩影，即在全面学习和模仿苏联德育模式的基础上，以苏联共产主义政治思想和

德育理念为指导，倡导模仿乃至于照搬苏联德育模式，坚持走中国德育的“苏联化”改造的道路。

（二）  批判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

在模仿和照搬苏联德育模式的同时，这一时期还展开了对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的严厉批判。

批判的主要目的，就是旗帜鲜明地与美帝国主义教育思想划清界限，并展示出全面“苏联化”改造的

a郑金洲、瞿葆奎：《中国教育学百年》，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 101页。

b王雁冰：《介绍“苏联的新道德教育”》，《人民教育》1950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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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心和意志。当时，《人民教育》连续刊发了苏联学者冈察洛夫的《实用主义与实验主义的教学论批

判》（1950）、梅里维里的《实用主义——帝国主义的反动哲学》（1951）等论文，指出实用主义哲学是

“为美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要求作辩护,并为新的世界战争的挑拨者撑腰的”a。哲学家金岳霖也在《哲

学研究》上发表《批判实用主义者杜威的世界观》一文，认为“杜威的世界观是主观唯心论的、庸俗进

化论的，认识论上反理性论的，行动上盲目主义的。这个世界观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是根本

对立的。”b而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指导的中国德育理论研究显然必须要摆脱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

影响。随即，曹孚也在《人民教育》1950年第5期、6期以连载的方式发表了《杜威批判论（上）》、《杜

威批判论（下）》两篇论文，指出杜威教育思想中的生长论、进步论、知识论、经验论等都犯了主观唯

心主义的错误，而我们最应该学习的是苏联先进经验。c张腾霄也发表了《实用主义教育学的反动实

质何在》一文，指出“实用主义者是美帝国主义最忠实的奴仆，……中国教育界三十多年来受实用主

义杜威教育思想影响是异常巨大的，以致今天在社会主义教育建设过程中它仍然是我们主要的思想

敌人，所以，批判实用主义者杜威反动的教育学说是具有现实意义的。”d这些观点在当时引领了中国

教育领域及德育领域对杜威思想的批判风潮。此外，张凌光的《批判杜威的“思维与教学”》（1952）、

张健的《批判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中有关学校教育的谬论》（1955）、王越的《批判杜威的人性论》

（1956）等论文也纷纷批判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及其世界观、价值观等方面的错误，认为它是“集

世界资产阶级各种反动学说之大成，在过去三十几年来对我国教育界的影响最大、毒害最深”e。通过

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的猛烈批判，当时的学者们表明了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观及德育理念划清界

限的决心，同时也展示了向苏联德育模式学习的坚定信念。

与此同时，对杜威思想的批判也波及了陶行知、陈鹤琴等先生。两位先生均曾在哥伦比亚大学留

学，受到杜威思想的影响。因此，在这场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批判运动当中，陶行知、陈鹤琴两

位先生也难以幸免。1951年，曾担任陈鹤琴先生秘书的张文郁在《人民教育》上公开发表《我与“活

教育社”的关系》一文，宣称陈鹤琴先生的“活教育”思想是杜威思想在中国的遗毒，而自己之所以曾

经信奉“活教育”思想，主要是因为“当时我的教育思想是很混乱的，接受了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教育思

想，还想加以改良，想用这种改良主义教育来为中国人民服务、来改造中国的社会。”f林英才也发表了

《希望倡导“活教育”的先生们进行自我批评》一文，认为有必要对“活教育”思想展开批评与自我批

评，“以便清算杜威反动的教育学说”。g张凌光发表《评“活教育”的基本原则》一文，指出“活教育”

思想与杜威教育学说的基本观点大致相同，而“杜威的教育学说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不适用的，并且

是有害的。”h此外，王泰然发表的《活教育的主张能使中国旧教育变活吗》（1951）、余之介发表的《我

对“活教育”的再认识和自我批评》（1951）等论文，均公开表示与陈鹤琴先生及其“活教育”思想划

清界限，主张“活教育”思想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造，才能适应新中国教育建设的需要。随后，批判的

矛头也指向了陶行知先生。1952年，凯旆在《人民教育》上发表《“教学做合一”的批判》一文，批评

陶行知先生的思想“表现出了哲学上的二元论，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与动摇性”。i张凌光发

表了《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一文，认为陶行知先生的思想“虽然有不少进步的地方，但和马

a梅里维里：《实用主义——帝国主义的反动哲学》，《人民教育》1951年第 12期。

b金岳霖：《批判实用主义者杜威的世界观》，《哲学研究》1955年第 2期。

c曹孚：《杜威批判论（上）》，《人民教育》1950年第 5期；曹孚：《杜威批判论（下）》，《人民教育》1950年第 6期。

d张腾霄：《实用主义教育学的反动实质何在》，《人民教育》1955年第 5期。

e张健：《批判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中有关学校教育的谬论》，《人民教育》1955年第 6期。

f张文郁：《我与“活教育社”的关系》，《人民教育》1951年第 11期。

g林英才：《希望倡导“活教育”的先生们进行自我批评》，《人民教育》1951年第 8期。

h张凌光：《评“活教育”的基本原则》，《人民教育》1951年第 4期。

i凯旆：《“教学做合一”的批判》，《人民教育》1952年第 1期。



030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有根本不同的。我们必须把小资产阶级陶先生的思想和无产阶级的思想严格

割分开来。”a陈之平也发表了《对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的探讨》一文，该文指出“陶行知先生的思想是

属于片面的、资本主义教育思想范畴的，……是以实用主义教育的哲学思想作为根据的。”b因而，陶

行知先生的思想不符合于新民主主义教育的需要。如此种种，这场批判的深层次目标是彻底清除杜威

思想在中国教育及德育领域的影响，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及其德育路向划清界限，更坚定

地走模仿和照搬苏联模式之路。

总之，这一时期不仅批判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并且对于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颇深

的陶行知以及陈鹤琴两位先生也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在批判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思想、陈鹤

琴先生的“活教育”思想的过程中，这一时期的教育学界以及德育理论界在思想意识形态和教育哲

学领域“肃清”了和美国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关系，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德育

理论彻底地“划清了界限”，进而在教育学及德育思想领域开始了全面“苏联化”的改造，以苏联模

式来改造中国德育，试图在学习、模仿乃至于照搬苏联教育模式的过程中推动中国新民主主义教育

事业的发展。

二、  1956—1966：德育理论研究的“中国化”探索

从1956年开始，中苏关系不断恶化并最终走向解体，标志性事件是《人民日报》于1956年以编辑

部名义先后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评论文章，

批评苏联是“现代修正主义”，指出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这导致中国德育的

“苏联化”改造运动戛然而止，而中国学者也不得不摆脱对苏联德育模式的依赖，重新进行德育理论体

系的“中国化”探索，其目的是构建出一条德育发展的中国道路，促进德育理论研究的探索创新。这

一时期的“中国化”探索，主要体现在了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全面反思和批判凯洛夫《教育学》及苏联

德育模式，二是逐步去探索德育理论研究的“中国化”道路。

（一）  批判凯洛夫《教育学》及苏联德育模式

中苏关系解体之后，我国教育领域（包括及德育领域）就展开了对苏联模式的批判，批判的矛头

最先指向了凯洛夫《教育学》及其德育思想体系。1957年春，曹孚在中央行政学院做了《教育学研究

中若干问题》的学术报告，他指出我们不能照搬凯洛夫《教育学》，而是要推进中国化的探索，避免理

论研究中的模式化、教条化和孤立化。c1957年10月，瞿葆奎先生也发文指出，我们应当对凯洛夫《教

育学》以及苏联模式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存在着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这种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

我们必须努力批判和克服”d。瞿葆奎先生希望学界以理性的态度来反思凯洛夫《教育学》及苏联模

式，从而达到批判性的学习和吸收的效果。但是，到了1958年以后，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

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展开，对凯洛夫《教育学》及苏联德育模式的批判呈现出了“一边倒”的态势，

理性批判淹没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群众运动当中，各级各类学校纷纷开展凯洛夫《教

育学》的批判。批评者认为，凯洛夫《教育学》的思想框架及其德育体系受到了“修正主义”的影响，

而我们的德育理论体系应当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并以“毛泽东教育思想为武器，批判教育战线上

a张凌光：《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人民教育》1952年第 1期。

b陈之平：《对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的探讨》，《人民教育》1953年第 8期。

c曹孚：《教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载瞿葆奎：《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 579—
599页。

d瞿葆奎：《关于教育学“中国化”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7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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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a。批判者还认为，凯洛夫《教育学》及其德育体系错误地以书本为

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脱离了生产劳动、脱离了社会实践，无法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1958年8月，《红旗》杂志专门刊发了陆定一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评论文章，强调教育

（包括德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必须为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服务。b紧随其后，《人民日报》也于

1958年9月20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政策文件《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该文件明确指出党的教

育方针就是“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c于是，对凯洛夫《教育学》及

其德育思想的批判越来越激烈，从而形成了50年代前期和50年代后期对凯洛夫《教育学》的两种截

然不同的态度，即“50年代初期，对凯洛夫《教育学》惟恐学得不认真、不系统、不全面、不彻底；而到

了50年代后期，则对凯洛夫《教育学》惟恐批判得不认真、不系统、不全面、不彻底。”d这种矛盾性展

现出了当时中国教育及德育思想领域在中苏关系解体之后的困境，即必须从原有的模仿和照搬苏联

模式的轨道上摆脱出来，艰难地寻找中国教育及德育发展的新道路。伴随着中苏关系的解体，50年代

初期全面学习和照搬凯洛夫《教育学》及德育体系的浪潮已经宣告结束。中国教育学及德育理论界必

须独立自主地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寻找适合于中国自身的德育理论体系，展开德育理论研究的“中国

化”的探索，以适应新的政治形势及教育需要。

（二）  独立探索德育理论体系的“中国化”道路

伴随着对凯洛夫《教育学》及苏联德育模式的全面反思和批判，学界随即展开了教育学及德育理

论体系的“中国化”探索。1956年，瞿葆奎先生在《人民教育》上发文指出，我们要避免用苏联模式

来“生搬硬套”中国教育实践，当前，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采取你引凯洛夫和别洛夫斯基的话，我

引崔可夫和斯达西耶娃的话，来证明你或者我早已作出的结论”e。这显然无助于中国教育以及德育的

发展和完善。1957年，瞿葆奎先生再次发表《关于教育学“中国化”问题》一文，他认为当时对苏联模

式和经验的学习，“与我们本国的情况结合不够，用脑筋不够”f，这是一种僵化的教条主义态度，它不

利于教育走出一条“中国化”的道路。在瞿葆奎先生的多次呼吁之后，德育学者们也逐步开展了德育

理论体系的中国化探索。许宗实在《人民教育》上发文指出，凯洛夫《教育学》在德育问题上只是一

般性地提出要培养共产主义道德，但是并没有充分紧密地联系社会实际，而“我们要从德、智、体几个

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g孙陶林发文指出，我

们必须坚决批判教条主义倾向，建立我国自己的教育学，走我们自己的发展道路。h这也激发了当时

德育学者结合中国德育的实际问题，不断展开德育理论的中国化探索。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是，北

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学院、华南师范学院等高等院校迅速组织学术力量，在批判凯洛

夫《教育学》及苏联德育模式的基础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编写了一系列新的《教育学》教材，其中

的德育部分也做了显著的中国化改造，比如北京师范大学编写的《教育学教学大纲》（1958）、华东师

范大学编写的《教育学》（1960）、南京师范学院编写的《教育学》（1959）、华南师范学院编写的《教育

学讲义》（1959）等，均围绕着中国学校德育的性质和任务、共青团组织及活动、班主任工作等方面的

特色，对教材中的德育部分进行了“中国化”的探索和改造。这次改造的重点是不再以苏联共产主义

a郑金洲、瞿葆奎：《中国教育学百年》，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 141页。

b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红旗》1958年第 7期。

c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人民日报》1958年 9月 20日。

d郑金洲、瞿葆奎：《中国教育学百年》，第 140页。

e瞿葆奎：《如何在教育学领域中实现“百家争鸣”》，《人民教育》1956年第 11期。

f瞿葆奎：《关于教育学“中国化”问题》。

g许宗实：《社会主义教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人民教育》1964年第 6期。

h孙陶林：《建立我国教育学，革新教育学的教学工作》，《学术月刊》1958年第 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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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教育思想为模板，而是以毛泽东教育思想为指导，结合中国教育实际阐发了学校德育、思想政治

教育的意义、任务、原则、过程、方法等内容，初步搭建了中国德育理论体系的新框架。此外，众多学者

也纷纷发文探索中国德育的发展道路，黄济的《对“中小学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内容和方法”的意见》

（1958）、卢达君的《当前学校中思想政治教育的迫切任务》（1959）、孟豫的《谈谈关于共产主义道德

的教学问题》（1962）等一系列的论文，展现出了中国学者探索“中国化”道路的努力。这些研究成果

不再是照搬照抄苏联的德育模式，而是试图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德育发展之

路。总而言之，这次“中国化”探索有其特殊的政治背景及社会背景，它是中苏关系解体之后我国德

育领域摆脱苏联模式的一次尝试。这次“中国化”探索与反右斗争、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

不期而遇，阶级斗争扩大化、政治意识形态“左倾化”、学校德育“泛政治化”等不良倾向也对这次探索

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这次中国化探索逐渐陷入了“左倾”误区，无法助

力中国教育以及中国德育理论体系的稳步发展，并且在文化大革命中宣告了这次探索的结束。

三、  1966—1976：“文革”十年德育理论研究的停滞

1966—1976年十年“文革”浩劫，既是一场国家政治的灾难，也是一场文化和教育的灾难。在

“文革”十年期间，党内的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日益滋生，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法制化秩序遭

受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生产秩序也遭受前所未有的损害，大量党政军干部、大中小学教师以及人民

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也遭受了严重威胁。在教育领域，“文革”也堪称一种大灾难，大量的学校设施及

组织机构遭到破坏，大量的教育学者遭受了迫害，而中国教育及德育理论体系的研究也几乎处于停滞

的状态。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了

扩大会议，并于5月16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该通知明确提

出：“混进党、政府、军队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

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使我们的国家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而政权的核心在上层

建筑、思想文化领域；因此，为了确保无产阶级专政，人民群众必须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

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文艺

界、出版界等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这次会议还成立了以陈伯达任

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

组很快就接管了《人民日报》，并于1966年6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

社论，号召亿万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横扫

思想文化领域的“牛鬼蛇神”。该社论指出，我们必须对思想文化领域展开“革命”，从而打碎资产阶级

强压在人民群众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的资产阶级“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

水，使他们威风扫地。随后，到1966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十六条”充分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确定了让群众“自

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总方针，提出要“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

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至此，“文革”十年动乱正式上演，无

数的教师、学生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在这场动乱中遭受了巨大的伤害。

随着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结束，以青少年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积极参加了文化大革命，

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向那些公开的或者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攻击，形成了红卫兵

运动。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发展，从最初的破“四旧”（即所谓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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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发展为抄家、打人、砸物。在红卫兵运动中，本应当在学校中接受教育、学习文化知识的青少年

学生，一转眼间成为了文化的破坏者、学校的打砸者、教师的批斗者。无数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大

量的文化遗产和宝贵文物遭遇了打砸和洗劫，数不甚数的大中小学教师、知识分子、国家干部遭到了

批斗，甚至在批斗中丧失了生命。这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文化灾难、教育灾难，同时也是一场道德灾难。

在这场文化、教育以及道德的灾难中，德育理论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整个教育领域也“在一片打

倒声中，在一片砸烂声中，在一片斗争、批判声中在劫难逃”a。学校被打烂砸毁、教师被关进“牛棚”，

教育秩序支离破碎。学校德育几乎被政治运动、政治宣传、政治口号所取代，成为了阶级斗争的主阵

地，成为了“四人帮”愚弄群众的工具。因此，这一时期的学校德育越来越泛化为了政治宣传，沦为了

“左倾”政治运动的牺牲品。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等政治口号、政治标语在青少年学生中间不断

传播。青少年学生接受的不再是关于道德品质、思想境界的教育，而更多的是“无产阶级专政”、“阶级

斗争为纲”的“极左”意识形态的教育。课堂教学和教育活动一片混乱，学校德育工作名存实亡。可

以说，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了一次“反道德教育”的运动，它削弱了社会道德教化的正

能量，使青少年学生的道德成长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伤害。

四、  1976—2000：德育理论研究的现代转型

1976年，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伤害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破产，“文革”十年的苦难和浩劫终于

结束。在德育理论领域，拨乱反正的工作也有序地展开，德育理论研究也开始逐渐走向复苏，并向着

现代化与科学化的方向前进。这一时期德育理论研究的现代转型，一方面表现为德育领域对“文革”

错误路线的集中反思和批判，从而摆脱“文革”时期的迷信、狂热状态，使人们更加科学、理性地看待

德育问题。另一方面则表现为逐步开展了德育理论体系及学科体系的现代化建设，对德育的本质、功

能、内容及方法等展开了全方位的探索，促进了这一时期德育理论研究的科学化与现代化。

（一）  矫正“文革”的德育路线

“文革”结束以后，德育理论研究领域迅速开展了“拨乱反正”的工作。学者们纷纷呼吁要深刻反

省“文革”对学校德育工作的伤害，要更加重视德育的地位及作用。当时，北京师范大学王炳照教授

率先发文《“四人帮”“批智育第一”是对德育智育的全面破坏》，该文指出，“四人帮”在文革期间批判

“智育第一”，表面上似乎很重视德育，但事实上“‘四人帮’篡改了德育的性质和方向，妄图把学校变

为其篡党夺权服务的工具，……他们对学校教育中的德育破坏最为严重。”b吴庆燊、陈子茂也指出，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教育战线成为了重灾区，党的教育方针遭到了全盘否定。林彪、江青一伙鼓吹

‘读书越多越反动’，主张培养‘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并别有用心地提出，德育的理论基础是无产阶级

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德育就是灌输‘反潮流’精神等等。这实际上全面篡改了党的教育方针，给

党的教育事业造成了严重后果。”c木子青指出，文化大革命把德育工作过度地政治化了，并且形成了

德育与智育的对立，而事实上，“在全面发展教育中，德智体等各育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同时，“德育

在各育中是起主导作用的”d。在反思“文革”错误德育路线的过程中，这一时期的德育理论工作者还

集中地对文革时期的“破四旧”、“批林批孔”等反传统文化的德育路线展开了深刻批判。学者们认为，

a郑金洲、瞿葆奎：《中国教育学百年》，第 186页。

b王炳照：《“四人帮”“批智育第一”是对德育智育的全面破坏》，《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 3期。

c吴庆燊、陈子茂：《必须把德育摆在领先地位》，《学术论坛》1983年第 6期。

d木子青：《学校德育的地位和作用》，《教育与进修》1983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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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传统文化及儒家德育思想不能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而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继承和发

扬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精髓，使其为当前德育工作服务。陈景磐指出，“孔子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而不是民族的耻辱。特别是在我国教育史上，孔子无疑是古代一位伟大的教育家。道德教育是他的教

育思想中一个中心环节，在这方面我们现在似乎注意得还不够。”a毛礼锐也指出，“文革”十年来，“儒

家道德教育研究成为了一个禁区，只能批判，不能继承。最近教育史学家们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儒

家的道德教育思想是可以继承的，我很同意。”b通过这一时期对文革的反传统文化及其德育路线的反

思，德育理论研究更加重视孔子和儒家思想在德育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学者们开始逐渐持着理性的

态度来看待传统文化，促进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这矫正了“文革”的错误

路线，使德育工作重新回归到了正确的轨道上来。

（二）  建构现代化的德育理论体系

20世纪80、90年代，整个德育理论研究领域开始进入了一个宽松的、快速的发展时期，德育学者

们开始着手建构现代化的德育理论体系，就德育的本质、内容、功能以及方法等展开了全方位的探索。

现代化和科学化成为了这一时期德育理论研究的价值追求。其一，在德育本质层面上，这一时期的德

育理论研究经历了从“外铄论”到“内化论”再到“适应性与超越性的统一论”的转变。在20世纪80

年代，德育的“外铄论”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同，学者们认为德育就是“把一定社会的思想道德规范转

化为受教育者个体的思想品德”c的活动。这主要还是从外在的角度来理解德育本质。到了90年代

初期，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德育不仅要依靠外在的传授，同时更要依靠受教育者自身的“内化”，因而强

调了德育的本质是“通过受教育者积极主动的内化和外化，促进其养成一定品德的教育活动。”d而到

了20世纪90年代末，鲁洁教授发表了《道德教育：一种超越》、《论教育之适应与超越》等论文，提出了

德育本质是“适应性与超越性的统一性”的思想观点，这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巨大反响，从而也使德

育本质的讨论更加深入。其二，在德育功能层面上，这一时期的德育学者从现代化建设的角度出发，

认为我们不仅要重视德育的政治功能，同时也要重视德育的经济功能、个体功能等功能。鲁洁教授在

《商品经济与教育》（1989）一文中指出，学校德育不能脱离于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是要通过培养

人的竞争观念、开拓精神、创造意识等来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e胡晓莺在《学校德育与社会主义商品

经济》一文中也指出，学校德育不仅要培养人的理想信念，同时也要为商品经济服务。f与此同时，鲁

洁教授又率先提出了“德育的个体享用功能”的观点，她认为德育还应重视个体发展的功能，促进人

的自我实现，满足人的精神需要。g这引起了学者们对德育的个体功能的普遍关注，从而使大家不再

只是关注德育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同时也关注德育的个体功能。其三，在德育内容层面上，这一时

期展开了德育内容的现代化和科学化的探索工作，搭建了更加完善的德育内容体系。德育学者们普遍

比较注重社会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社会公德教育、基本文明礼仪教育等方面的德

育内容h，并且把这些内容分别归入道德教育、法制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范畴，形成

了一个“大德育”的体系。这也使得当时的德育内容体系更好地适应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其四，在德育方法层面上，这一时期的德育理论研究者主张运用更加多元、科学的德育方法来展开德

a陈景磐：《论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 4期。

b毛礼锐：《论儒家的道德教育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 3期。

c胡守棻：《德育原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 36页。

d扈中平：《教育学原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 384页。

e鲁洁：《商品经济与教育》，《江苏高教》1989年第 1期。

f胡晓莺：《学校德育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国教育学刊》1989年第 1期。

g鲁洁：《试论德育之个体享用性功能》，《教育研究》1994年第 6期。

h詹万生：《整体构建德育体系总论》，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 3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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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工作，包括榜样示范法、理想激励法、情感陶冶法、对话讨论法、行为训练法等方法，从而以更加科学

的、符合规律的德育方法来促进学生的道德成长，来提升学校德育工作的实效性。比如，严正的《中小

学德育原理与方法》（1989）、魏贤超的《现代德育原理》（1993）、檀传宝的《学校道德教育原理》（2000）

等著作都在德育方法上展开了深入探索，强调通过更加现代化、科学化的德育方法，促进受教育者的

道德品质的全面发展。

（三）  促进德育学科的分化与融合

随着德育理论研究的不断推进，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德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初具规

模，并且通过不断向内挖掘、向外拓展，形成了学科的不断分化与融合的发展趋势。德育学科的不断

分化，使得德育理论研究能够不断地走向细化和深化，促进自身的突破和创新；而德育学科知识体系

从分化走向融合，则可以不断拓宽学科发展的视野，对于整个德育学科体系的现代化转型具有显著的

促进作用。

这一时期，德育学科的分化主要体现为德育学科知识体系从内部不断分化出许多子学科，并且从

外部不断拓展形成众多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在子学科的分化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育领域已

经逐渐分化出了众多子学科，比如，探讨德育课程的德育课程论、探讨德育教学的德育教学论、探讨德

育方法的德育方法论，以及展开中西方德育比较研究的比较德育论等等。这些从母学科分化出来的子

学科，从不同的角度推动了德育理论体系的建构，促进了德育理论研究的深化。同时，德育学科开始寻

求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从而在跨学科、交叉学科的视角上来研究德育问题。事实上，这既是一种学科分

化，也是一种学科融合，它集分化与融合于一身。比如，德育与哲学的交叉产生了德育哲学、德育与社会

学的交叉产生了德育社会学、德育与美学的交叉产生了德育美学、德育与环境学的交叉产生了德育环境

学、德育与心理学的交叉产生了德育心理学等等。通过学科交叉，德育理论研究可以从更开阔的理论视

角来“看”德育问题、来研究德育问题，从而拓宽自身的学术视野。总体来说，对于这一时期的德育学科

发展而言，“学科分化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不只是‘德育学’这一学科，其他学科也面临着同样的分化

趋势”a。在融合中走向分化、在分化中走向融合，是现代学术理论体系发展的基本特征。这既是德育学

科不断走向科学化、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德育学科获得更长远发展所必须要经历的过程。

当然，在德育学科不断走向分化的背景下，德育理论研究也出现了显著的融合趋势。德育学科的

融合趋势，一方面体现为德育理论研究构建出了更加成熟化、体系化的研究成果，众多学者根据长期

以来的德育理论及实践的经验积累，撰写了大量的德育学著作以及理论教材，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了

归纳和综合，促进了学科理论体系的融合发展。比如，赵翰章的《德育论》（1987）、胡守棻的《德育原

理》（1989）、鲁洁的《德育新论》（1994）、檀传宝的《学校道德教育原理》（2000）、黄向阳的《德育原

理》（2000）等著作，对德育学科的基础理论思想及研究成果展开了归纳和综合，促进了德育学科知识

体系的综合化。另一方面，这种融合趋势还体现在德育领域出现了一批致力于促进德育理论与德育实

践走向融合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基于现实的德育问题，通过综合性的理论体系及实践策略的构

建来促进学校德育工作的有效开展，使德育理论与德育实践走向互融、互通，比如，李长喜和卓晴君的

《德育理论与实践》（1992）、魏贤超的《现代德育理论与实践：主体参与式德育与整体全息德育课程的

理论与实践》（1994）、张耀灿的《中学德育理论与实践》（1994）等著作。这些研究成果在德育学科

不断走向分化的过程中，结合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对德育问题展开了综合性的研究，促进了理论与实

践的融合及对话，从而在德育学科与德育理论研究的发展进程中发挥出了积极的影响。

a叶飞、檀传宝：《改革开放 30年德育理论发展脉络探析》，《教育研究》2009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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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2000—2019：中国德育模式的探索与争鸣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德育学者开始站在更加多元、开放和包容的立场上来审视中国德育问题，

并且努力建构中国德育的理论话语体系，从而产生了一批兼具理论原创性与实践引领性的德育模式，

形成了学术争鸣的态势。这种学术争鸣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在理论发展的背景上，中国

德育理论研究经过了八九十年代的复苏和发展，理论积淀越来越深厚，而理论层面的创新动能也越来

越足，这为学术争鸣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二是在社会环境层面上，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以

及思想领域的进一步解放，宽松的思想氛围以及学术自由理念愈加深入人心，学者们得以从多元、开

放的视角来对德育理论展开积极探索；三是从国际化的背景来看，这一时期的国际学术交流日益加

深，中西方德育理论的碰撞也不断地启发着中国学者的思考，这促进了多样化的德育思想及德育模式

的生成。本文因为篇幅的关系，无法全面而详尽地介绍这一时期的所有的德育模式，以下仅就几种比

较具有代表性的德育模式展开简要的介绍。

（一）  生活德育模式

生活德育模式是我国德育领域的重大理论创新，它对基础教育德育课程改革及学校德育实践产

生了重要影响。鲁洁教授于20世纪90年代末就提出了德育要回归于儿童的生活世界的思想主张，她

强调德育必须尊重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德育的内容应当是儿童可以接受和理解的，不能与儿童的生

活形成分裂。a在推进基础教育阶段《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课程改革的过程中，鲁洁教授更加

明确地提出了生活是德育的根基，回归生活是德育改革的基本方向，从而形成了生活德育模式的基本

观点。生活德育模式主张，学校德育与学生的生活世界具有本真的、内在的联系，德育工作以及德育

课程教学必须从儿童的生活出发、从儿童的思维立场出发，与儿童的心灵世界息息相通。b回归于生

活世界的道德教育，不是为了培养人的道德知性，而是为了培养人在生活中的德性，使人真正去过一

种美善的德性生活。因而，生活德育模式强调，德育必须以生活为本、是为了生活、是通过生活而进行

的。c生活德育模式推进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德育课程体系的改革与创新，在学校德育实践中发挥

出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二）  情感德育模式

情感德育模式强调学校德育不能仅仅关注道德知识、道德理性，而是要注重情感的重要作用。情

感德育模式主张，德育应以情感体验为基础，以情感与认知相互影响、彼此促进为主要过程，以情感态

度的养成为基本表征，从而更有效地培养受教育者的道德人格。情感德育模式认为，情感是道德的核

心动力，个体的道德行为选择不断地接受着情感的引导和调节，良好的道德情感促进着个体的道德人

格的生成与发展，而失去了情感则使道德成长失去了源动力。因而，促进德育中的情感交流，加深学

生在道德生活及道德行为选择中的情感体验、增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是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

提升德育实效性的重要基础。d为此，德育工作必须建构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融洽活泼的

情感关系，以激发和养成学生良好的道德情感，通过情感来陶冶、培育和涵养学生的道德品质。情感

a鲁洁、王逢贤：《德育新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 178—182页。

b高德胜：《生活德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 40—41页。

c鲁洁：《回归生活——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课程与教材探寻》，《课程·教材·教法》2003年第 9期。

d朱小蔓：《情感德育论》，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 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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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模式促进了一线学校德育工作对情感陶冶、情感体验、情感叙事等的重视，对学校德育不断摆脱

理性主义的束缚、重建情感与道德的内在联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三）  欣赏型德育模式

欣赏型德育模式是在集中反思中国德育的“功利主义症候群”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檀传宝教授

认为，中国德育陷入了功利主义的怪圈，这导致了德育的信度和效度的缺损，造成了德育危机的出

现。对于德育危机的超越，需要我们摆脱功利主义德育的影响，重建非功利的审美意趣与德育的本真

联系，使德育从美学那里获得滋养，增强德育的超功利的审美内涵。欣赏型德育模式强调，德育不能

没有精神追求，德育不能失去审美意趣，美学能给予德育的最根本的东西便是审美的精神内涵，并且

通过美来达到育德的目标和效果。a建基于审美意趣与德育的有机联系，德育可以成为“一幅美丽的

画”、“一曲动听的歌”，使受教育者在审美意趣中自然而然地接受着道德教育，达到“美善相谐”的道

德境界，实现以美育德的教育效果。b欣赏型德育模式一经提出就对一线学校德育工作产生了积极的

推动作用，众多的一线学校和教师纷纷以欣赏型德育模式为理念指导，开展了广泛的欣赏型德育实践

活动，促进了学校德育工作的实效性的提升。檀传宝教授还基于欣赏型德育模式编写了《我的家在中

国》的大型德育画本，在德育实践领域产生了热烈的反响。

（四）  生命德育模式

生命德育模式的提出是对现代社会及现代教育中“生命扭曲”、“生命异化”、“生命颓废”等现象的

反思和拷问。生命德育模式认为，现代社会和现代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的生命异化，使人脱离

了生命的本真存在，使人失去了对生命意义的追寻。c生命德育模式认为，道德教育要以人的生命为

基点，展现生命的完整性与独立性，凸显生命的价值与尊严。d而人的生命的本质特征，就在于人不

仅拥有物质性的生命，人还拥有精神性的生命；人不仅要活着，而且要活得有意义。这意味着，德育不

仅要保全生命、使人“活着”，同时更要激扬生命、促进生命、提升生命，使人活得“有意义”、“有价值”、

“有尊严”。e生命德育模式凸显了个体生命的尊严与价值，使道德教育在促进生命的整全、生命的健

康以及生命的意义方面发挥出了更加重要的作用。生命德育模式促进了学校德育对青少年学生的生

命的本真内涵的关注，使教育不再只是关注知识和考试，同时更加关注学生的健全生命的发展，关注

学生的生命价值的实现。生命德育模式在引导青少年学生的生命成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可以使青

少年学生的生命发展越来越趋向于真善美。

（五）  制度德育模式

制度德育模式认为，制度不仅是一种外在的规范性力量，同时制度本身具有丰富的道德内涵，德

性的制度可以培养德性的人，不道德的制度可以培养不道德的人。因为，当制度本身是不道德的时

候，生活于这个制度下的人也将遭受不良的道德影响，成为道德败坏的人。因而，制度德育模式主张，

学校德育不仅要重视德育课程及教学的作用，更要重视德性的制度体系的建设；只有建构了德性的制

度体系，青少年学生才能在德性的制度生活中逐步成长为道德的人。为此，根据制度德育模式的核心

主张，建设德性的制度体系是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环节。学校德育应该通过制度来育人、育德，这就

a檀传宝：《美学超越的历程》，《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96年第 4期。

b檀传宝：《让德育成为美丽的风景》，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 6页。

c刘济良：《生命的沉思：生命教育理念解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 66—73页。

d刘铁芳：《生命与教化》，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 121页。

e冯建军：《生命教育与生命统整》，《教育理论与实践》2009年第 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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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学校必须以平等性、民主性、公正性以及人本性等为基本原则来建构起德性的学校制度体系，形

成德性的学校制度生活，最终“通过道德的制度培养道德的人”a。惟有建立起德性的制度，实现学校

制度的德性化改造，学校德育才能真正培养具有德性精神的人，否则学生的德性成长必然会因为缺乏

制度的保障而面临阻碍。制度德育模式不仅在理论体系上有创新，同时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一线

学校和教师去反思自己所在学校的制度问题，形成制度德育的理念，从而在无形中提升了学校道德教

育工作的效果。

（六）  交往德育模式

交往德育模式认为，传统德育模式过度偏重道德价值观的知性灌输，它导致了师生交往关系异化

为一种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这阻碍了德育实效性的提升。b交往德育模式强调，教育（包括德育）

在本质上是一种建立在生产实践活动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特殊的交往活动。c学校德育不是由教

育者向受教育者单向度地传递道德价值观，而是需要在主体间性的交往关系中传递道德价值观，从而

形成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真正意义上的交往对话。交往德育模式主张，交往对话是学校道德教育

的基础，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应当回归于人与人之间的本真交往关系，在学校德育中则是回归于教师与

学生之间的交往对话的平等性与开放性，在交往对话中达成价值的共识，而不是形成价值的灌输。显

然，交往德育模式推动了学校德育工作更广泛地关注交往对话、民主讨论、公共协商等德育新理念、新

方法，它促进了教师和学生展开更加平等、民主以及包容的对话，使得教师与学生的心灵世界更好地

沟通和融合，而不再是使教师、学生生活于两个分隔的世界当中，失去沟通与对话的基础。这对于解

决当前学校德育实践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具有显著的效果。

六、 结语

总而言之，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的德育理论研究经历了从“苏联化”改造再到独立探索

“中国化”道路，从“文革”的十年停滞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与学术争鸣等一系列的发展历

程，并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德育理论体系的现代转型及改革创新。而新世纪以来，德育学者们更加

注重在本土教育语境及现实教育问题背景下展开中国德育的新理念、新路径、新方法等的探索创新，

从而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德育理论话语体系中发挥出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促进着德育理论体系的

不断深化和拓展。总结这70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我国的德育理论研究一直围绕着两条主线在展

开：一条主线是“德育理论的中国探索”，即德育学者们围绕着德育研究的中国问题、中国话语、中国道

路展开着深入的探索，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们就在开展德育理论的“中国化”探索，试图摆脱对苏

联德育模式的过度依赖，寻找出一条符合中国社会以及中国教育的德育发展道路。虽然这次中国化探

索在文革时期一度走向了停滞，但是“文革”一结束，中国德育学者们又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不断

展开着新思考、新探索，在多元争鸣中促进着中国德育话语体系的建构，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德育理

论体系及实践模式。另一条主线是“德育理论的转型与创新”。中国德育学者们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

下积极地推进德育理论研究的转型，使德育理论体系更加符合社会转型的需要，并对社会转型起到引

领的作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社会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型，而在转型的过程中，德

育理论领域也开始不断进行自我革新，先是学习苏联德育模式，进而展开独立自主的中国探索；在改

a杜时忠：《人文教育与制度德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 298页。

b彭未名：《交往德育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 220页。

c张天宝：《走向交往实践的主体性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 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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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再一次迎来重大转型，德育理论领域也在这次社会转型中不断走向现代化、科

学化，同时在更广阔的国际视野下吸收和借鉴西方前沿德育理论及实践经验，这使得德育理论研究始

终处于转型、创新的学术态势之下，不断促进着中国德育事业的发展。

展望未来，中国德育理论研究必将继续以多元、包容、开放的姿态来直面本土的、现实的、亟待解

决的德育问题，全面地展开德育理论的中国探索，从而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构建出中国

德育的理论话语体系，促进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发展。一方面，中国德育理论研究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

融合趋势将越来越显著，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德育学者们必将更好地融入全球化的学术发展

趋势，形成更加包容和开放的国际视野，吸收世界范围内的前沿德育理论思想，并使这些德育理论思

想与中国问题、中国需要、中国特色更好地融合在一起，从而促进中国德育话语体系的本土建构，形成

具有中国特色的德育理论乃至于德育流派。另一方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背景下，中

国德育理论研究将继续改革创新，形成“一”与“多”的辩证统一关系。“一”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它是中国德育理论的根基；“多”则是在兼容并包的态势下实现中国德育理论研究的

多元探索和学术争鸣。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德育理论研究将更好地实现一与多、中与西、土与洋的

有机融合，推进德育理论的自主发展与创新发展，更好地培育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为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出重要力量。

（责任编辑：程天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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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ver the past 70 years since 1949, China’s moral education theory has experienced several 

major changes, e.g.  from the early stages of following Soviet mode to developing Chinese own style after 

the rupture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and from the ten years’ stagnation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o the 

innovatio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at is, the research of moral education has made steady progress 

and modernization in twists and turn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Chinese academics in moral 

education have continued to do research on the basic theory of moral education, and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local context and educational problems to develop new ideas, paths, and methods of moral education, 

producing a batch of original and practical modes of moral education and showing the academic dynamics 

and innovation due to academic pluralism and openness. Looking into the future, Chinese moral education 

theories will be deepened and expanded in the exchange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moral 

education thoughts, and gradually construct moral education theor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so as to realize the cultivation of people with an all-round development in morality, intelligence, 

physique, aesthetics and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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